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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方俊（左）
和曾世英一起编纂《中华民国地
形挂图》。

1984年，方俊在书房工作。

方俊（左二）在重力实验室。

1960年，进藏区途中。

从没有“学习天赋”到自学成才

1930年从顺直水利委员会到北平
地质调查所，是方俊人生路上的转折
点。在这里，他大量阅读了所里的藏书，
这些书开阔了他的眼界。这时，他注意
到地图投影学这一对国内来说全新的
研究领域。于是，他开始在地图投影学
上投入精力，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同年，方俊参加了上海《申报馆地
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的编纂工
作，并且后期接受申报馆的委托对其进
行续编。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地图集的代
表作品，《地图集》采用了圆锥投影对
1000多个天文经纬点进行定位绘制，首
次使用等高线加分层设色表示地貌，编
稿时集中了当时所有的测量成果。这部
《地图集》的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地图集》的编制过程远比想象中

的更加艰难，因为当时中国的制图学落
后于世界。方俊一边收集相关资料，一
边学习先进的制图原理，经过剖析美国
海岸陆地测量局专利介绍的地图投影
学的只言片语，他寻得地图投影学的要
义，并把这一先进理论应用在地图编制
中，同时他还花时间到野外测量点位高
程。可以说，方俊为《地图集》作出了不
小的贡献。

然而，《地图集》出版时却只有丁文
江、翁文灏和曾世英 3人的署名。翁文

灏在“序言”中提到，“此图之彻底整理
与修正，如不得图学邃深方俊先生者悉
心任事，则虽有计划，亦成空言”。丁文
江也专门交代：“《申报馆地图集》基本
上是方俊做的，他既图上无名，稿费也
无份，我们是很对不起他的，此人必须
深造……”

基于这个原因，1937年，在丁文江
去世的第二年，方俊得到了去德国耶拿
地震研究所交流的机会。方俊后来提到
此事时感慨万分，“我是靠着尊师重业、
诚朴和勤奋，才造就了我的机遇”。

在德国期间，除了学习知识、收集
科学资料外，方俊还在耶拿大学物理系
旁听，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并且多次参
观访问著名的蔡司光学仪器厂、维也纳
天文台等地，从中获益良多。

后来由于日本侵华，国内经济来源
中断，加上受到中德协会秘书的胁迫，
要求他必须填写“支持大东亚共荣，保
证不能有反日情绪”的表格，这对于热
爱祖国的方俊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
侮辱，他大声回答：“要我屈志随人、变
节卖国，不可能！”盛怒的方俊撕碎了表
格，毅然回到祖国。

1938年回到祖国后，他辗转到了因
抗战而搬迁到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原北平地质调查所），在李善邦主持的物
探室工作，同时他还在中央大学地理系讲

授地图学与地图投影学。1941年转任中
央大学土木系教授，讲授大地测量学。

1943年，因对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
校长不满，方俊选择辞去教授职务。举
家迁往四川宜宾后，他被聘为中国地理
研究所大地测量组副研究员及副主任，
同时兼任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讲授当
时测量科学的前沿学科———重力测量
学和地图投影学。

在此时期，他在

等国际性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地
图投影的学术论文，探讨了兰伯特投影
在中国的应用、兰伯特投影上的方向和
距离改正等一系列问题。

在此阶段，方俊把在德国学习到的
知识与原来的地图测绘学知识联系起
来，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对于地图投影学中的兰伯特等角
投影和高斯 -克吕格投影的原理及应
用，他有了更深的理解，举一反三将地
图投影知识应用在中国基本地形图的
编制中。同时，他完成了《地图投影学》
的上、下册。书中汇集了国内外的地图
投影成果，系统地总结了各种投影的理
论和方法，以及大地测量中应用较广的
投影方法，尤其介绍了高斯 -克吕格投
影。这部著作迄今仍是我国该专业领域
的主要参考书籍。

方俊 1904年 10月 26日生于广州，
原籍江苏武进。方家是书香世家，方俊的
祖父才华出众，父亲方遥也十分有学识，
他通过自学钻研高深的数学原理，写成
了《微积分学》一书。方遥当时在广州
观音山下的积厚坛办学校，担任监督
（相当于校长）一职。几年后，他将学校
改为广东大学堂，可以说广东的高等
教育是从这里开始的。方遥的案头放
了很多书，每天坚持学习到深夜。父亲
埋头学习工作的场景给年幼的方俊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逢乱世，1912年春，方俊跟随父
母从广州迁居到苏州后，一家人被迫分
隔两地。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去了北京，母
亲与方俊及他的兄弟姐妹一起住在苏
州，直到 1918年秋一家人才得以在北京
团聚。

在苏州时，方俊的心思不在学习上，
报考了两所中学但均未被录取，他认为
自己没有学习天赋。到北京后，父亲每天
为方俊补习数学，教他写作方法，还鼓励
他多读书、读好书。

那时家中藏了数本清末古文家林
纾用文言文意译的小说，如《撒克逊劫
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等，他都通读
了几遍，对其中看不懂的文字典故，就
向父亲请教。父亲要求他每天读一段
《资治通鉴》，使得他的国文水平很快
得到提高。

大量的阅读引发了方俊对读书的兴
趣，为他后来考取历史悠久、三大铁路学
校之一的唐山交通大学打下了基础，更
重要的是方俊渐渐建立了学习的信心，
读书成为伴随他一生的习惯。

1923年，方俊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
科，毕业后转入本科土木工程系学习。

1926年，他因家境贫困被迫从唐山交通
大学辍学，后考入位于天津的顺直水利
委员会当练习生。那时，他每天早出晚
归，一天走的路程经常能达到 40里。即
便如此，方俊仍谨记父亲的教导，保持良
好的读书习惯，每晚回到住处都会看书
到凌晨一两点钟。

年少时，父亲对方俊数学的启蒙深
深影响了他的学习之路，即使是工作
后他也没有停止学习数学，手中有关
数学原理的书被他反复多次阅读。良
好的数学基础使他能够顺畅地阅读美
国数学家和地图学家亚当斯的一系列
地图投影著作，那时国内极少有人能
理解地图投影。

父亲不只在学习上为他指点迷津，
在人生之路上方俊渐渐变得像父亲那
般，对自己立志追求的目标锲而不舍。

在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期间，一次
他沿黄河测量到陕西省河津县，原本打
算顺着民国地图上标明的一条沿河公路
逆流而上，而接待他的河津县县长说根
本没有这条沿河路，劝他绕道而行。方俊
坚持沿河而行，最后发现果然没有这条
路，处处是悬崖峭壁。尽管为旧中国地图
上的谬误感到愤怒，但他没有原路折返，
而是在陡峭的悬崖峭壁上攀登，最后终
于到达目的地。
对方俊来说，父亲一直都是他的榜

样，刻苦勤勉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他
坚持自学不断提升自己。他不仅学习专
业知识，还充分利用空闲时间自学了英
语和德语。

方俊 90岁寿辰时，谈起自己科研经
历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主要靠自学，我始
终信奉‘勤能补拙’”。“勤能补拙”正是他
的座右铭。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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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测量学家、地图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
1923 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1926 年考入顺直水
利委员会当练习生，1930 年进入北京地质调查
所，参加《申报馆地图集》的编纂工作。1941 年任
中央大学土木系教授，讲授大地测量学。1943 年
受聘为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副研究员，兼
任同济大学测量系教授。

1957 年，主持全国天文重力水准网和重力基
本网的测量规划，提出方格模板计算方案，被苏联、
东欧和我国的教科书称为“方俊方格模板法”。1978
年，74 岁的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固体潮
的专著《固体潮》，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俊（1904—1998）

固体潮，是指在日、月引力共同作
用下，固体地球所产生的潮汐。有关固
体潮的科学是研究固体地球在引潮力
作用下所产生的内部运动和形变，并
由此探讨地球内部结构的一门科学。

1957年举办的“国际地球物理年”
提出了这一研究课题。1959年，中国开
始与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
在兰州进行重力潮汐观测。后来这项研
究因故停滞，竟推迟了 20年。

1978 年，74 岁的方俊借着与比利
时皇家天文台合作的机会，正式开启
了固体潮研究，与比利时的梅尔基奥
尔教授一起在长江流域一带设站进行
固体潮观测，共完成了 9 个站的重力
潮汐观测。他们共同发表了《中国的固
体潮观测》，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
空白。
梅尔基奥尔曾经将英文写的《固

体潮》专著赠予方俊，阅读后方俊认
为其中一些理论问题较难理解，讲得
过于深奥了。于是他开始搜集资料，
以英文版《固体潮》为基础，撰写了我
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固体潮的著作《固
体潮》。

该书在讨论了固体潮的原理、实
验方法的同时，还论述了固体潮与天文
学和大地测量学等旁支学科之间的关
系。更重要的是，达到了语言更为通俗
的要求。全书共 8 章，65 万余字，于
1984年 10月出版。1986年，该书获得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钱学森看到《固体潮》一书后写信

给方俊，说：“我偶然到新华书店，看到
你这本书。读了‘序言’，知你已八十高
龄了，还能写出这样有分量之书，令人
佩服！”

1989 年，85 岁的方俊因伤痛住院
许久，出院后他在自传《从练习生到院
士———方俊自述》中写道：“我康复之
后第一桩事就是将我在住院之前所写
的那篇《地球自由振荡线性反演中的
参数核》的初稿加以整理送到《中国科
学》，后在这个刊物的 1991 年第 1、2
期发表。编辑却又要我写英文稿，《中
国科学》的外文版并不是把它的每篇
文章都转载在外文版之上，可能是认
为这篇文章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
把它转载了。第二桩事情是我的两位
研究生，即小方明和李斐同志先后通

过论文答辩毕业了。至此，我一生的事
业也宣告结束了。在此之前，明士已将
我的书籍束之高阁。那个与我朝夕相
伴的朋友———那台 Sharp1500 计算机
也被送回所中，并且从此不让我见到
它。我对此也无所谓了，也没有什么悲
哀。我知道我确实老了，很多青年人已
相继成长，有些也已初露头角。我深信
他们一定会把我的事业继续下去，他
们的成就将会远远超过我所能期望
的。但是，我却十分羡慕他们，他们身
逢盛世，前途无量。”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学生许厚泽
院士继承了方俊的衣钵，继续固体潮
和地球振荡研究，为中国的动力大地
测量学发展添砖加瓦。

1998年 5 月 6 日，方俊在北京逝
世，享年 94 岁。方俊这一生的学术研
究秉承勤奋自学的精神，即便在 80 余
岁时都未曾停下科学研究的脚步。他
的科学精神，将被后辈学人传承，在历
史的长河中闪烁着恒久的光芒。

大地测量学属于地球信息学科，应
用在大范围、跨地区工程的精密测量控
制中。方俊由此入门，将唐山交通大学里
学到的测量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完成
了从最初华北地区的地形测量到黄河三
角洲的天文三角测量工作，成为了国内
举足轻重的大地测量学家。

1917 年，海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淹了 3 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以天津、保
定最为严重，京汉、京绥铁路被冲毁多
处。为处理善后事宜，整治河道，北洋
政府成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作为练
习生，方俊被派往河北、山东及辽宁等
地进行测量。

他很快就能上手进行测量工作，
经过几年的实地测量，他获得了丰富
的测量和制图知识，为他后期深入研
究大地测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0 年，中国科学院接管中国地
理研究所，并于当年 6 月成立中国科
学院地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所）
筹备处，内设地理、地图、大地测量三
个研究组。方俊被调往南京任大地测
量组组长和研究员。

当时黄河流域灾害严重，洪水和
干旱给两岸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地理所筹委会决定，将研究人员分成
三个组开展工作，其中方俊负责第二

组的大地测量部分，进行黄河三角洲
的天文三角测量工作。

不负众望，方俊带领团队制成了 8
万余平方公里的精密地形图，供三门
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和建筑使用。
以此为基础，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
了《潼关及托县经纬度的测定》和《认
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提高我国
测量业务的水平》两篇文章，不仅详细
记述了测量黄河中游沿河及其主要支
流泾河和渭河附近地形的过程，还将
其作为中国测绘的事例与苏联的测绘
学相比较，指出了当时中国测绘学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

从 1954 到 1958 年，方俊 3 次作为
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苏联国家测绘会
议，并访问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
克等国。

在 1956年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
议上，作为会议代表，方俊为大地测量
学要不要列入规划据理力争，结果没
成功，他颇感失望。不承想，闭会前，周
恩来总理在酒会上对他说：“你要记
住，只要是国家需要的，虽经挫折，到
时也会搞成，凡是对国家建设有用的
事情总是会得到尊重的。”周总理的话
深深鼓舞了方俊，每当在工作中遇到
困难时，他总是会念及周总理的教导，
这鼓励他在科研之路上不断前行。

考入顺直水利委员会当练习生的方俊，从大地测量开始进行实践调研，

之后投身于地图投影理论的学习，同时开展地球物理学中地球重力方向的

研究，将大地测量与地球重力联系起来，填补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可以说，大地测量学家、地图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方俊这一生都与大地

结缘，他扎根在土地上，持续不断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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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练习生到大地测量学家

从“无名小辈”到撰写地图学重要著作

地球形状及重力场研究是一门
重要的学科，对研究地球的形状、确
定地面控制点的三维坐标起到重要
作用。方俊在德国进修时注意到这个
新兴方向，回国后毅然开展地球重力
学研究，见证了这一学科从无到有。
他也是中国大地重力学和地球形状
学的创始人。

到德国后，有良好测量学基础的
方俊开始在耶拿地震研究所跟随著名
的重力测量学家迈斯尔学习地球重力
学，而当时国内在这一学科领域的研
究接近空白。
回国后，方俊发现，国内的重力测

量基础十分薄弱，数据极少、使用的仪
器十分陈旧，他只能利用极少的数据
开展研究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
发表了《重力异常与垂线偏差》《我国
的地壳均衡问题》等多篇文章；还尝试
推导出了中国的重力公式，在《中国地
球物理学报》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的正
常重力公式》，文中概述了中国重力值
的分布方式与分布趋势，得到了国际
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

1957 年，方俊与苏联科学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教授布朗热合作，使用自
制的重力仪在中国进行联测，测量布
设了全国基本点和一等点共 103 处。
这项工作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每 500
千米就有一个基本点。
基本点联测精度很高，比布朗热

的成果提高了一个半量数量级，为我
国后来测绘、石油、地质和海洋等部门
的重力测量和勘探打下了基础。

1959年，他提出了以平均重力异
常为基础的方格模板计算方法，纠正
了苏联莫洛金斯基模板计算困难和布
点不均匀的缺点，先后被编入苏联、东
欧及我国的教科书中，称之为“方俊方
格模板法”。

方俊很重视国内的实地测量工
作，他在《测绘通报》上发表的《迎接第
二个五年计划》一文中提到，要加强西
藏地区的地质工作，尽早开展青藏高
原的测绘工作。为填补西藏地区在科
学研究领域的空白，1960 年，中国科
学院测量制图研究所与国家测绘总局
（现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联合组成
105 测量队。方俊参与了这次考察的
重力测量部分，在西藏东西向大地导
线测量干线上测量了 106 个二等重力
控制点，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青藏地区
的重力场及大地水准面。

1961年，中国科学院在武汉的测
量制图研究所决定发展大地测量学中
的物理大地测量学方向，也就是地球
重力场研究，并将测量制图研究所扩
建为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方俊任
所长。

这时他的工作有所转向。因卫星
及飞行器的运行轨道及落点受到重力
场不规则的影响使得卫星轨道产生摄
动，进而影响飞行器和导弹的命中精
度，当时美国已大规模开展相关的科
研工作，方俊紧跟国际形势也开始了
这方面的研究。他做的“利用重力资料
推算高程异常和垂线偏差”课题，为观
测我国人造卫星的跟踪站提供了初步

的地面坐标参数。
1974年 3 月 5 日，在科学家钱学

森的倡议下召开了地球重力场研究的
会议，又名“7435 会议”。会议强调了
重力学对空间技术的重要性，并宣布
地球形状、大小、重力场的研究及重力
测量全面展开。

会后在钱学森的嘱托下，方俊意
识到要研究卫星的回收问题。于是他
开始计算我国大地测量原点的坐标误
差。方俊从实际条件出发，利用我国特
有的“天文 -大地水准纲”作为基础
推算出天文点之间的高程异常差，又
应用国际上发表的根据人造卫星观测
资料和地面实测的重力值，推算出球
阶函数表达式，直接计算上述点子的
高程异常差，由此推算出我国大地测
量原点的坐标误差。
方俊用数十年的时间把自己的研

究成果汇集在《重力测量与地球形状
学》中。书中汇总了地球重力学方面的
研究成果，是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方
向重要的参考书籍。

1979 年，方俊在 IUGG（国际大地
测量学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17 届年
会上分享了论文《中国重力测量》，引
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认为中国在短
短 20 多年中，完成了这样大面积土地
上的重力测量并且布局十分理想是史
无前例的。同时期他发表的《顾及扁率
一次项的地球表面形状问题》一文，运
用椭球正交系对扁率级斯托克斯问题
提供一种新的解法，大大丰富了地球
重力学的理论。

见证中国地球重力学从无到有

古稀之年致力于固体潮研究


